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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互联互通为中国西部实现对外开放提供了机遇，但也为其民生

改善和发展带来了挑战。本文以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例，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对

“西部陆海新通道”起点站重庆团结村站周边安置区居民的生计资本进行评估，探究该通道建设与安置

区居民生计资本的关系，比较分析两处征地安置区居民的生计方式、生计策略的发展差异。研究表明：

安置区居民的生计资本整体薄弱，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积累不足；安置小区居民的生计策略单一，主

要依赖于征地补偿款或从事临时的体力劳动；4050群体是安置小区中生计脆弱性最突出的，实现生计策

略的转变相对更加困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当地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支持，但目前发挥

的积极作用有限。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就如何实现生计资本积累和生计策略转变，并最终提高安置居民

的生计水平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家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进一步探索互

惠共赢的发展模式提供经验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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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connectivity not only offers oppor-
tunities for opening the door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 China, but also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local livelihood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is paper takes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as an example to evaluate the livelihood capitals of the reset-
tlement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the railway and industrial parks construction, through compar-
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s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on two different communities, it furth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ve-
lihood capital and strategies. Our study reveals that the livelihood capital is weak and their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re obviously insufficient;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are far less variable, 
mainly depend on the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or manual labor work; it was found that 
the female over 40 years old and the male over 50 years old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and therefore 
they are more difficult to transform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to new adaptation. By far, the cor-
ridor has positive but limited effects on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some 
polici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accumulat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he transition of live-
lihood strategies, in a wa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ventually the study attempts to pro-
vide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for the countries alo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to fight poverty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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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起于西部、贯穿内陆，“一路”始于东部、联通海港。西部内陆

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以西北、西南为主轴布局纵向发展。2017 年，重庆主导发起南向通道的

建设，随后西部各大省市陆续加入通道共建，并逐渐升级为联动西部地区的陆海大通道。2019 年 10 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无缝对接，并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助力于建设海陆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新格

局。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始终以互联互通为核心，基础设施建设在国际国内取得重大进展，改善

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然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

设可能引发用地问题，当地民众的生计问题随之产生。土地资源的丧失、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剧了安置居

民的生计脆弱性，甚至可能使其陷入生计困境。研究发现，当前国际国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围绕着互联互通展开，主要集中在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但关于“一带一路”倡

议如何促进“民心相通”的研究明显不足，关于设施联通能否有效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的主题研究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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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白。随着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实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的高

质量建设，如何通过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来消除贫困、增进人民福祉成为当前至关重要的研究内容。 

因此，本文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的民生问题，以重庆市“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

例，深入探究基础设施建设对周边安置区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分析安置区居民的生计现状与发展困境，

从而为实现其可持续生计寻找有效途径；该研究也为沿线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更好地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经验参考和借鉴。 

2. “可持续生计”理论 

可持续生计的思想萌发于 20 世纪 70 年代，舒尔茨和厄普霍夫对农民的内生能力表示肯定。1987 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首次提出“可持续生计”这一概念。1992 年，Chambers 和 Conway 将其明确定

义为“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上的谋生方式，且只有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

恢复，并能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

续的”[1]。 
随着 20 世纪末反贫困瓶颈的出现，可持续生计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拓展，关于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

也应运而生。Scoones 建构了以生计背景、生计资本、机构化流程/组织化结构、生计策略以及可持续生

计输出为五要素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显示了不同背景下如何通过生计资本的协调与组合，追求不同生计

战略并实现可持续生计的过程[2]。Bebbington 的框架同样以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为基础，但更加关注家

庭与国家、市场、社会组织等的互动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对资本分配和转换的影响[3]。在此基础上，英

国国际发展计划署(DFID)以脆弱性人群为核心，描述了在脆弱性背景下，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受到冲击后，

如何通过政策决策，重组生计资本、转变生计策略，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并最终达成可持续生计目标

的过程。 
 

 
Figure 1.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图 1. DFID 可持续生计框架 

 
如图 1 所示，DFID 可持续生计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政策过程及组织机构、生

计结果等要素构成。脆弱性背景指个人所处的生活生产环境，这种脆弱性来自于自然或社会的冲击、季

节性的波动以及宏观市场的趋势变化等，一般对生计资本结构具有破坏性。生计资本是构建生计框架的

资源基础，主要由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并组成了五边形结构，

决定了危机抵御力、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生计策略是以生计资本为基础、以生计结果为目标的工具

和手段，是为实现更大生计产出而对生计资本、生产方式所作的选择与调整，具有灵活性与目的性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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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政策、机构和过程”包含影响人们生计的制度、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组织、机构，对于个人

生计而言，既可能是制度约束，也可能是发展机遇。生计结果是生计资本投入、生计策略运作的直观价

值反映，生计结果的期待目标是可持续的。DFID 可持续生计框架着眼于脆弱性背景、生计路径以及关键

因素间互动关系的描述，为其实现可持续生计提供系统化思路，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产业发展、政

策变更以及设施建设对生计的影响等。 

3.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物质基础，为地方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影响着周边社区

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发居民生计策略的重大转变。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研究主要聚

焦于交通设施与水利工程领域，下文将围绕大型设施建设对地方的积极影响、消极影响，以及基础设施

外部效应与民众生计策略的交互作用展开综述。 
基础设施是改善落后发展、促进高效生产的关键因素。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道路和水电设施

的建设对居民生计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促进

作用，其经济效益在于改善农村通达性、提高信息化水平，有助于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增强自我发展能

力[4]。Lennartz 和 Thomas 以尼泊尔西部山区道路建设为例，研究发现山区居民倾向于沿路定居，以此获

得修建商店、经营集市等经济机会[5]。Khumya 和 Kusakabe 发现泰国跨境公路建设改变了沿线村庄的生

计方式和人口流动，尤其对性别分工和男女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道路建设不仅促进当地村民创收，而

且有助于开放式地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6]。对于资源匮乏的地区而言，水电工程建设同样是消除贫困、

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Arnaiz 等基于对玻利维亚和菲律宾 17 个社区家庭的调查，发现通过微型水电

项目实现了社区电气化，并对经济、教育和社区参与等生计指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生活

舒适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7]。Sivongxay 等对老挝中部四个水电项目下游地区的生计现状进行评估，结

果显示水电站的建设直接推动了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社会事业的培育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水电项

目的配套设施建设(如道路等)间接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以及酒店设施建设[8]。 
同时，大型基础建设也可能会引发征地、搬迁、安置等一系列问题，这将对利益相关群体的生计发

展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Chimhowu 和 Hulme 研究发现，尽管城市重建项目有助于城市地区的革新，却

往往会使非正式定居点居民陷入土地使用权纠纷、金融资本薄弱、粮食短缺的生计困境[9]。Choi 探究了

马尼拉铁路升级对迁移居民的影响，其中房屋的清拆给房屋租赁、商店经营等依赖物质资本的生计方式

造成重大损失，大量的人口外流也削弱了当地的经济活力[10]。Sivongxay 等发现大型项目建设的负外部

性，如环境退化、搬迁安置等问题，由项目周边社区悉数承担，并且这种负外部性将长期作用于当地居

民[8]。Nguyen 等对比研究了湄公河区域水库建设的搬迁家庭和未搬迁家庭，发现前者的生计状况别后者

更差，原因在于耕地被淹没后，传统生计方式丧失；高度依赖林地收入，生计策略单一；分配的安置土

地数量少、质量差；没有提供新的生产技能培训以实现生计方式转换。由于短期的安置计划失效，水库

移民也不再有动力参与有政府支持的长期计划，未来生计发展难以得到保障[11]。 
因此，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后，居民能否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如何找到新的生计方式？基于上述疑

问，部分学者对搬迁群体展开连续多年的追踪调查，并详细记录了其生计变化的过程。Kura 等通过对移

民安置前以及移民安置后 1 年、2 年和 3 年进行纵向家庭调查，发现受生计资本结构的限制，移民社区

的生计适应过程存在差异，选择的生计路径也各不相同[12]。ThiMinhHang Bui 和 PepijnSchreinemachers
以越南 SON LA 水电站项目移民为研究对象，追踪其安置前、安置后和安置后 5 年的生计状况，发现重

新安置的家庭面临着水稻产量减少、收入下降和粮食短缺的危机，政府安置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符，唯补

偿金的安置方式难以维持生计和生产重建，需要更直接的方式和渠道为安置社区创造经济机会[13]。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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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产权主体模糊、安置赔偿不规范，未充分考量被征地者的失地成本，没有

为失地群体的后续发展预留政策空间，无法实现失地群体“土地换保障”的实际需求[14]。针对生计重建

的现实困境，“有发展的安置”这一概念随之提出，强调了“安置”与“发展”的相互作用，表明着眼

长远发展的安置不应当只局限于被征地者生产生活的恢复、社会保障的获取、社会身份的转变，还应当

关注社区组织的重建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系统和社会网络的整合与转型[15]。除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外，

居民要想实现自主发展还需充分利用大型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李白和谢里等以农村交通建设为例，指

出在短期内，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长期来看，随着农村资本积

累、生产条件的改善、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产业结构也将随之发生转变，这对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具

有保障性作用[16] [17]。因此，当地民众需依托建设项目寻求生计支持与策略转换，将个人生计的可持续

性与大型基础设施的外部效应相结合，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成果。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互联互通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生计困境已逐渐显

现。因此，本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团结村站建设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通过参与式

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了解研究区域的建设过程与发展现状，探究大型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对安置小区的影响，根据当地居民的生计需求与发展瓶颈提出政策建议，探寻二者之间互惠

互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4. 研究方法与设计 

4.1. 研究概述 

团结村火车站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是铁路建设节点之一，肩负着重要的交运责任。上世纪

70 年代，团结村火车站建成，服务于襄渝铁路。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土主镇经历多次工程征

地。2006 年，集装箱中心站建设征地共涉及土主镇下辖的 4 个行政村，2008 年西部物流园征地范围扩大

至两镇七村。2009 年，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坐落于团结村站东侧，与重庆西部物流园联合发展，随后

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始发站点，对促进国际合作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两次大规模征地共涉及

搬迁人员近 15,000 人，先后安置在 H 小区和 T 小区，两个安置点在征地政策、建设规模、人员结构等方

面均存在差异。 
在征地政策上，两次征地补偿费均包含房屋赔偿费、综合土地费、人员安置费、社会保障。相较于

2006 年，2008 年的各项赔偿标准略有提升(如表 1 所示)。同时，由于 2008 年征地补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并不连续，所以第二批征地拆迁的居民或许有机会根据最新补偿办法获得征地补差。 
 

Table 1. Land acquisition polic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ainer center and logistics park 
表 1. 集装箱中心、物流园建设实行的征地政策 

 集装箱征地政策内容 物流园征地政策内容 

搬迁时间 2006 年 2008 年 

搬迁原因 集装箱征地 物流园征地 

安置地点 H 小区 T 小区和 H 小区 

房屋性质 划拨地 
经济适用房 

划拨地 
经济适用房 

房屋赔偿 按房屋建筑结构定价 
以砖混结构为例，240 元/m2 

按房屋建筑结构定价 
以砖混结构为例，285 元/m2 

综合土地费 综合土地费是对集体土地及附着物的综合赔偿，按合作社人数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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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人员安置费 27600 元/人 28000 元/人，纳入社保系统，用 
于统一缴纳农转非养老保险 

安置房 
以 500 元/平方米的基础价回购，每人享有 
20 平方米的回购面积，每户家庭拥有 30 
平方米的弹性空间，房屋产权归居民所有 

房屋回购价调整为 800 元/平米， 
每人回购面积限制为 30 平方米， 

每户家庭不再享有额外指标 

社会保障 

没有强制规定，40 岁以上的女性、50 岁 
以上的男性可参加储蓄式养老保险，到 
退休年龄后每月可领养老金 500 元起， 

随后逐年增加 

被征地农户统一参加农转非养老保险， 
按各年龄段分级缴费，应一次性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扣除 

其他 无 部分居民或有机会根据最新补偿办法 
获得征地补差 

 
在地理位置上，H 小区毗邻西部物流园，紧挨团结村站铁路，对望集装箱中心，与三者大约相距 3

公里。H 小区属于老式小区，公共休闲区域较小、基础设施简陋。距小区 10 分钟步程内建有团结公园，

配备有基础运动器械，读书亭等文娱场所，可满足居民的休闲需求。相较而言，T 小区更靠近土主镇

中心，与铁路、物流园及集装箱距离约为 5 公里，受其影响更小。T 小区内部建设相对完善，除基本

的公共设施、便民商店、绿植建设外，还配备有物业管理和安保系统。外部与滨河广场相接，公共活

动空间得到扩展。 
在人员结构上，H 小区目前共有 3800 多名居民，包括中老年人和孕期妇女，以及部分外来务工人员。

T 小区现有居民 14000 多人，其中流动人口约占 20%。两个小区的居民大部分为大龄、低学历、低技能

的农转非居民，在安置过程中面临着失地失业的生计问题、城镇化生活的适应问题以及返贫风险。 

4.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原始数据源于实地调查，问卷围绕铁路及关联设施建设征地居民展开，分别对“西部陆海新

通道”起点站周边安置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涉及 143 户安置家庭，其中对于集中安置住

户，包含 H 小区家庭 42 户，T 小区 87 户。被调查居民年龄集中在 40 岁以上，文化水平普遍为小学、初

中程度，仅有 10 分之 1 为党员，家庭构成较为稳定，由父母和已婚子女组成的主干家庭占据较大比例。

其人口学特征具体见表 2。 
 

Table 2. The responden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 2. 被调查者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变量 特征 计数 百分比 人口学变量 特征 计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50 35.0% 婚姻状况 未婚 5 3.5% 

 女 93 65.0%  已婚(配偶健在) 126 88.1% 

所在小区 H 小区 42 29.4%  离异 5 3.5% 

 T 小区 87 60.8%  再婚 2 1.4% 

 土主街道 14 9.8%  丧偶 5 3.5% 

户籍 外地人 17 11.9% 家庭成员 独居 4 2.8% 

 本地人 126 88.1%  和配偶居住 31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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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龄 21~30 岁 13 9.1%  和子女居住 6 4.2% 

 31~40 岁 18 12.6%  和父母居住 3 2.1% 

 41~50 岁 20 14.0%  和父母、子女居住 5 3.5% 

 51~60 岁 47 32.9%  和配偶、子女居住 51 35.7% 

 60 岁以上 45 31.5%  和父母、配偶居住 1 .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69 48.3%  和父母、配偶、 
子女居住 

28 19.6% 

 初中 42 29.4%  和配偶、子女、 
孙辈居住 

14 9.8% 

 高中 20 14.0% 党员 是 17 11.9% 

 大专 9 6.3%  否 126 88.1% 

 本科及以上 3 2.1%     

4.3. 指标构建 

基于李小云等针对中国农户开展的生计资产量化研究及测量方法[18]，结合可持续生计理论研究和实

地调研的实际情况，经筛选和改编后，完成了问卷设计。 
人力资本指标：家庭人力资本是决定生计产出的关键要素。本文从劳动力的质和量两方面综合衡量

家庭人力资本的优劣，量即家庭劳动力人数，质即劳动力最高教育程度和自主参与技能培训的次数。 
物质资本指标：物质资本既是助推生计发展的基础，也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对于集中安置的被

征地居民而言，家庭物质资本借助家庭居住面积、家庭拥有的交通工具以及耐用消费品加以差别化评估；

而公共物质资本则体现在社区周边的公共基础设施条件，此处通过空间可达性进行量化衡量。 
金融资本指标：金融资本是家庭经济条件的直观体现。本文从家庭收入、家庭存款以及政策补贴(个

人征地补偿款及社保金)三方面，对被征地家庭的金融资本进行衡量。 
社会资本指标：社会资本是拆迁安置群体获取支持和帮助的重要渠道。本文借鉴马光耀城市化进程

中的居民生计研究[19]，从社区参与、人际交往及社会支持三方面对其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其中，社区参

与包括社区活动、会议参与、社区社团的参与数量；人际交往指与亲友、外来人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

交往频率；社会支持指技能培训、亲友借款或社区补贴以及因重大困难获得社会资助的次数。 

4.4. 评估方法 

基于上述生计资本评价体系，本文对问卷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取熵值法确定各项生计指标的权

重，以减少人为赋权的主观影响，进而对当地安置居民的生计资本状况进行客观评测。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1

n

i i
i

P W I
=

= ∑                                            (1) 

式中 Wi为指标权重；Ii为标准化得分；WiIi为该指标综合得分；P 为综合指数。 

5. 结果与讨论 

经 α信度系数检验，生计资本调查问卷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691，铁路建设影响问卷的 Cronbach’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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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 0.620，即表示问卷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经结构效度检验，前者 KMO 值为 0.622，Bartlett 球形

检验值为 1 517.497 (P < 0.001)；后者 KMO 值为 0.588，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483.511 (P < 0.001)，表明

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5.1. 安置居民的生计资本评估与测算 

安置居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如表 3 所示。金融资本状况暂时最为乐观，为 0.0637，征地补偿款所

占比例为 13.1%，当地居民因征地安置获得了一次性货币补偿，使金融资本在短期内得到了较大增长。

其次为社会资本，评估得分为 0.0428，其中社区参与和社会支持的权重分别为 10.2%、16.7%，表明在寻

求生计发展的过程中，社区及社会外界的支持有助于社会资本的构建。人力资本为 0.0376，技能培训所

占权重为 19.9%，说明是否具备新的工作技能对人力资本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物质资本为 0.0178，即

处于低水平状态，一方面征地拆迁使原有的家庭物质资本受到影响，在安置后期也没有得到有效提升，

因此安置居民并没有实现金融资本向物资积累的转化；另一方面当地公共设施发展水平有限，功能比较

局限、服务质量不高，对居民的公共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 
 

Table 3. Livelihood capital index weight 
表 3. 生计资本指标权重 

   (1) (2) (3) 

资本类型 变量 指标名称 熵值(E) 指标权重(W) 样本均值 

人力资本 
(0.252) 

H1 家庭劳动力人数 0.953 0.022 

0.0344 H2 劳动力最高教育程度 0.935 0.031 

H3 自主报名参与技能培训的次数 0.582 0.199 

物质资本 
(0.080) 

P1 家庭居住面积 0.969 0.015 

0.0178 
P2 家庭交通工具 0.904 0.046 

P3 家庭耐用消费品 0.991 0.005 

P4 公共基础设施可达性 0.969 0.015 

金融资本 
(0.355) 

F1 家庭年收入 0.938 0.030 

0.0637 
F2 家庭存款 0.775 0.107 

F3 个人征地补偿款 0.725 0.131 

F4 月领取社保金 0.818 0.087 

社会资本 
(0.313) 

S1 社区参与 0.787 0.102 

0.0428 S2 人际交往 0.908 0.044 

S3 社会支持 0.649 0.167 

 
不同年龄群体的生计资本水平具有较大差异(见图 2)。青年安置居民在人力和社会资本方面比较突出，

他们体力充沛和学习能力强，更易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同时丰富的社会联结更有助于其获得外界支持，

因此他们有条件选择到薪资水平较高的发达城市工作。对于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居民而言，人力资本衰退，

社会网络收缩，但社会保障金加大了金融资本的优势，因而安置小区老年群体可以将征地补偿费和社会

保障金作为稳定的收入来源，用以贴补自己的日常开销。4050 群体的生计资本介于中间区域，各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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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均不突出，人力资本方面受到青年群体的挤压，而金融资本方面也无法得到政策扶持。4050 群体

需要面对就业和养家的双重压力，但各项生计指标难以提供有利支持，因此改善 4050 群体的生计困境是

实现安置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关键环节。 
 

 
Figure 2. Livelihood capital assessment results 
图 2. 生计资本评估结果 

5.2. 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居民生计资本的关系探究 

为探究铁路建设是否影响安置居民的生计资本，本研究将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后，当地在经济、社会、

环境上的变化与各项生计资本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铁路建设带来的影响与安置居民生计资本存在关

联(见表 4)。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表 4. 生计资本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影响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人力资本  0.113 0.049 0.399** 0.313** 0.320** 0.150 0.347** 

物质资本   −0.007 0.091 0.040 0.146 0.062 0.096 

金融资本    0.260** 0.160 0.023 0.151 0.173* 

社会资本     0.163 0.386** 0.155 0.283* 

经济影响      0.252** 0.357** 0.820** 

社会影响       0.206* 0.541** 

环境影响        0.757** 

综合影响         

**p < 0.01, *p < 0.05. 

 
首先，人力资本与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呈正相关。这表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带来的经济效应

与社会支持，有助于增加当地居民的技能学习机会。在经济方面，当地经济建设对人力资源有较大的需

求，推动了工作技能培训的开展。安置居民通过参加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将有利于实现再就业，促进个

人收入的增加。地方经济的发展与个人生计的改善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在社会方面，物流园、集装箱

与社区的互动有助于居民提升人力资本，获取更多就业机会；而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在参与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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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有利于构建社会支持网络，进而帮助其拓展更多的生计途径。

因此，经济与社会的正向发展对积累人力资本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次，金融资本整体上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影响为正相关关系，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受

访者对通道建设的认可度更高。具体来看，家庭存款(权重 10.7%)与征地补偿款(权重 13.1%)的积累越多，

对通道建设的评价越高。金融资本的积累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因物流园、集装箱建设征地而获得的补偿

金，二是因地方发展而逐渐增加的家庭收入。因此，“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给当地带来的综合发展，

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 
最后，社会发展与社会资本密切关联，社区参与频率越高、人际交往越密切、所获社会支持次数越

多，受访者对通道建设的社会影响评价越积极。通道运营方、基层政府以及安置社区的三方互动，促进

了政策信息的沟通与个人诉求的反馈。居民也通过增强对亲友、外来劳动者、政府人员等人际关系的覆

盖，一方面可维系受搬迁影响的熟人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可扩大非亲社会网络规模，有助于获取更加多

元的社会支持，并促进社会资本向其他各项生计资本的转换。这表明社会网络联通了个人与他人、组织、

社会进行要素交换的渠道，有助于安置居民获取物流通道建设的积极影响与发展成果。 

5.3. 安置小区间比较研究与分析 

为比较不同安置条件下的生计资本与受通道建设的影响程度，本文将 T 小区与 H 小区进行独立样

本非参数检验，其结果显示 T 小区的整体生计资本优于 H 小区，人力资本的优势显著；而在受到通道

建设的影响因素方面，H 小区的周边生态遭到负面影响，但两个小区在经济及社区发展方面无显著差

异。 

5.3.1. 生计资本的比较研究 
由表 5 显示，两个小区的生计资本结构与整体状况一致，但 H 小区的各项资本水平均略低于 T 小区。

由非参数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H 小区和 T 小区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并不显

著，表明两个小区在以下几方面的差距不大：① 家庭物质条件和公共基础设施条件；② 征地安置补偿

款以及家庭日常收入；③ 受家庭外部支持的情况。但两所小区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6)。
其中，H 小区被调查对象的家庭劳动力最高学历集中在初中文化(2.3095)，而 T 小区集中在高中文化

(2.7816)。T 小区对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高于 H 小区，前者自发报名培训的次数平均为 0.3 次左右，

而后者几乎为零。因此，无论是在学识或是技能方面，T 小区都更具有优势。 
 

Table 5. Comparative study on livelihood capital between H and T community 
表 5. H 小区与 T 小区的生计资本比较研究 

变量 
H 小区 T 小区 

Z 
均值 M 标准差 SD 均值 M 标准差 SD 

人力资本 0.0244 0.03861 0.0376 0.04237 −2.636** 

物质资本 0.0168 0.00778 0.0179 0.00932 −0.342 

金融资本 0.0554 0.03870 0.0631 0.05539 −0.164 

社会资本 0.0354 0.05124 0.0446 0.05302 −1.575 

生计资本 0.1320 0.09834 0.1633 0.10276 −1.875 

**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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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omparative study on human capital between H and T community 
表 6. H 小区与 T 小区的人力资本比较研究 

变量 
H 小区 T 小区 

Z 
均值 M 标准差 SD 均值 M 标准差 SD 

家庭劳动人口数 0.3238 0.22065 0.3540 0.19930 −0.407 

劳动力最高学历 0.3274 0.31472 0.4454 0.30122 −2.260* 

自发培训次数 0.0357 0.17083 0.0805 0.19250 −2.109* 

**p < 0.01, *p < 0.05. 

5.3.2. 铁路建设对安置小区影响的比较研究 
由表 7 检验结果可知，T 小区居民和 H 小区居民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差距并不明显，表明

铁路、物流园与集装箱的建设给两个小区居民提供了相对均衡的就业支持与社会帮助。从整体上看，安

置居民认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所小区的居民提供了工作岗位、

创造创业机会，对他们的收入水平有所提升。但给予的社会支持不足，与社区互动较少，与安置居民的

交流不足，对困难群体的帮扶有限，没有充分发挥铁路、物流园与集装箱的社会效应。 
 

Table 7.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between H and T Community 
表 7. H 小区与 T 小区受铁路建设影响的比较研究 

变量 
H 小区 T 小区 

Z 
均值 M 标准差 SD 均值 M 标准差 SD 

经济影响 1.0714 3.55029 1.8391 3.01498 −1.030 

社会影响 −0.9524 1.41339 −1.0460 1.75146 −0.540 

环境影响 −0.3095 2.69134 1.7126 2.78245 −3.674** 

综合影响 −0.1905 6.18116 2.5057 5.36759 −2.179* 

**p < 0.01, *p < 0.05. 
 

而两所小区受通道建设影响的差异主要源于对环境影响的认识不一致。如表 8 所示，相对于 T 小区，

H 小区居民认为通道建设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① 货运火车的噪音污染。这是由于

H 小区与铁路集装箱及物流园的距离更近，受火车运行的直接影响更大，并且该小区并未采取特殊的隔

音措施，因而火车站 24 小时的运输噪音对居民的正常休息产生了较大的困扰。② 周边河水污染比较严

重。H 小区居民反映，旁边小河水况不佳，污染严重，伴随着气温升高会产生异味，虽有投入治理，但

治理力度较小，污染情况未得到改善。③ 限制农田利用效率低，无法再种植经济作物。由于 H 小区周

边的大片土地处于待建设状态中，虽没有明确的建设规划，闲置土地利用率较低。部分居民保留着种植

蔬菜的习惯并能补给一日三餐，但周边土地资源被限制使用，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安置居民来说，在没有

可替代的生计策略的前提下，约束其生计资本、改变其生计方式会大大增加生计脆弱性。 
 
Table 8. Comparative study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between H and T Community 
表 8. H 小区与 T 小区受环境影响的比较研究 

变量 
H 小区 T 小区 

Z 
均值 M 标准差 SD 均值 M 标准差 SD 

河流清澈 0.4524 0.55005 0.7931 0.40743 −3.880** 

生活用水 0.3810 0.53885 0.5517 0.60538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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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农田种植 0.2619 0.49680 0.4828 0.56778 −2.249* 

大气污染 0.5714 0.50087 0.7471 0.48748 −1.848 

噪音污染 0.2857 0.45723 0.7011 0.48501 −4.326** 

固废污染 0.9286 0.55843 0.8391 0.54716 −0.853 

**p < 0.01, *p < 0.05. 

6. 结论与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升级版，是西部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重要举措。作

为横贯东西、通达南北的重要联结中心，重庆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加速推动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民生问题。从国际互联互通建设到农户生计的可持续

发展，本文旨在探究铁路运输通道及配套基础设施(如物流园和集装箱)的建设对被征地居民的辐射效应。

随着土地资源的丧失，征地搬迁后的安置居民能否共享互联互通的建设成果？如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并寻求新的可替代的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实现农户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探索“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下多方参与、互惠共赢的发展模式具有实践意义，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除贫困、改善

民生提供一定的参考。 

6.1. 调整优化生计资本结构 

安置居民当前面临着生计资本薄弱、生计策略单一的问题。居民们根据各自的资本优势，制定了不

同的生计策略。青年群体发挥人力、社会资本优势，选择外出工作或技能型工作。老年群体依靠以社会

保障为主的金融资本维持长期、稳定的生活开销。中年居民的各项生计资本指标介于青年与老年居民之

间，处于就业难与保障难的双重困境。其中，4050 群体的脆弱性最为突出，一方面因为年纪渐长、体能

下降，不再受就业市场的青睐，再就业可能性较低，难以实现生计转变；另一方面，距离退休还有一定

的年限，无法领取养老金，无法有保障地待业在家。征地拆迁后，以农业为唯一生计来源的家庭受到严

重冲击，对于单一农业型家庭中的 4050 群体而言，原生存技能不再适用于当前的工作环境，个人价值难

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发挥和体现；同时难以实现再就业意味着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无法负担“上

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任。无论是心理落差或是现实压力，都难以得到有效疏解；因此，实现 4050 群

体再就业才是破解当下生存困境、实现生计转换的根本之法。 
鉴于此，安置居民应当积极调整生计资本结构，转化金融资本，提升人力资本，拓展社会资本。首

先，居民应当对征地补偿费进行合理规划，将货币补偿转化为社会保障、固定资产等，规避资源依赖型

生计风险。其次，结合自身发展条件，针对性参与就业技能培训，能力者学习进修管理培训或精尖技能，

稍弱者可依靠就业福利和政策优惠从事基础工作。最后，应着力于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通过拓宽

人际交往范围，积累个人社会资本，获取熟人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加强与社区及基层政府的

双向沟通，有效利用社区资源和公共力量突破生计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6.2. 促进社区建设和产城融合 

铁路、物流园及集装箱建设对当地居民的积极作用有限。在经济建设方面，物流产业的建设对地方

经济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个人生计的支持力度有限，园区开放的就业岗位较少、就业培训缺失，对当地

劳动力的吸纳度不高。在社会发展方面，园区通过其集聚效应引入大批外地企业与劳动力，带动当地经

济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土劳动市场，形成了小规模竞争。在社区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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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上，园区与社区的互动方式单一且覆盖面小，多以节庆活动、假日慰问或特困帮扶为主，具有指标

性、任务式的特点。在生态环境方面，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货运火车的噪音污染

对 H 小区造成生活困扰，除此以外，园区的开发建设对周边河流、空气、土壤的治理也造成了潜在影响。 
安置社区是居民利益的集中体现，物流园区是当地发展的新型引擎，因此，加强社区建设和产城融

合，有利于物流园区与安置社区的共同发展。作为征地受益方，园区相关方应强化社会责任，依托园区

资本反哺社区发展。因此，有必要构建园区与社区的发展互动机制，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实现资源共

享、互惠互助、融合发展。社区在掌握整体生计资本的情况下，准确识别瞄准生计脆弱群体及生计需求。

园区参与社区管委会的可持续生计发展项目，针对居民实际需求提供有力支持，提供技能培训与再就业

渠道，尤其可为 40、50 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对点帮扶。 

6.3. 加强安置政策优化与执行 

研究发现，H 小区的整体生计水平低于 T 小区。在征地补偿款和安置住房条件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这很大程度上是征地政策标准不公平、安置条件不一致造成的。由于征地规模较大，不同批次的征地补

偿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后期补偿标准逐步提高，但没有针对前期搬迁的居民进行二次补差。这造成了不

同批次的安置居民在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方面的差距，从而影响了后续的生计发展。而两个小区在人力

资本上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作技能上，T 小区居民参与技能培训的次数明显多于 H 小区，这与居民的

主观学习意愿有关，也与社区的支持力度有关。由此可见，安置过程中的货币安置、住房安置与就业安

置将对居民的生计资本产生直接影响，而缺乏合理性、连续性的政策与制度将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差

距。 
对此，政府应该完善征地安置制度，保障政策的可持续性。一方面，需要按时按量发放补偿款、安

置费，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补偿标准，并对前期安置居民合理追加补贴。其次，构建多形

式、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纳入养老、医疗、低保等保障方式，并设立不同档位标准，使居民按需选择、

灵活制定。针对生计最为脆弱的特殊群体，即 40~60 岁之间难以就业又未到养老的安置居民，可适当为

其提供一定倾斜性的帮扶政策，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如建立就业对接平台、加强技能培训以及提供兜底

安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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